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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辽太郎的战后民族主义逻辑
―以其“轻量国家”的言说为线索―
王 　　　　海1）
Shiba Ryōtarō’s postwar nationalist logic
With its “thin state” as a clue
WANG Hai
Before and after 1968, Shiba Ryōtarō’s nationalist narrative underwent an obvious 
change. Shiba, who was very alert to “state” and “politics” for the reason of the painful 
experience of war, has begun to talk about “national state”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frequently and he also stated his “nationalistic” ident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eanwhile. Shiba has worked as a journalist for a long time before he became famous as a 
novelist and he has professional sensitivity for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Centenary of the Meiji” “citizen movement” “new left-wing movement” and other social 
events. Above-mentioned reality cognition let Shiba realize current Japan has been ou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became a positive and expectant “light State”; the reality 
cognition of “light State” stipulated Shiba’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meantime, and 
urged him to make Meiji in The cloud on the Ban be a “luciferous” figure. In “Thin State” 
conditions, Shiba built post-war new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nd they reflect the logic of 
nationalism of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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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1923-1996）的历史认识即“司马史观”因涉及日本的近代战争一直为海内外
学者所关注。研究者们常用近代“功”与“过”的二元论范式从“外部”关照司马，并催生诸多近代史研
究成果。不过，由于近代二元论居主导地位，学界尚未有体系地讨论司马自身的思想发展，因此忽视了从
内部批判司马的可能性2）。
1 ）	王海，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
2 ）	对司马史观持赞成观点的代表性论著有：成田龍一『戦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筑摩書房、2009年）；松本健
一『司馬遼太郎の「場所」』（筑摩書房、2007年）；原田敬一『「坂の上の雲」と日本近現代史』（新日本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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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问题意识，本稿跳出有关司马的“赞否两论”范式，转而关注其思想展开过程中的转折点。例
如，1964年前司马从未正面评价明治，也没有“国民”、“国民国家”等描述“国”与“民”连带感的话语。
出于对战前意识形态的彻底拒绝，以明治为开端的近代国家形态被置于否定的历史叙述中。而1964年之后，
司马开始频频谈及“国民国家”、“民族主义”、“国民精神”，并在《坂上之云》中构筑起人们熟知的“光明
明治”的文学想象。上述转变不仅反映了经济高度成长期民族主义抬头的整体趋势，也意味着司马个人民
族主义的重建。
	 与此前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不同，本稿拟从司马的现实认识讨论该思想转折的经过及意义。
这是因为司马从事专业作家前有二十余年的报社记者活动经历。1950至60年代，司马在《大阪新闻》社会
版面留下的大量评论已充分说明他对社会事件、都市景观、民众生活样式及意识变化的职业性敏感3）。可以
推论，司马的现实认识极有可能影响其历史意识，进而演化为其历史小说的动机与主题。基于此，笔者没
有将司马定位为深谙通俗文学、擅长用生动故事情节吸引读者的小说家，而是一位将自我生活体验与愿望
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求共鸣，期望用作品传播现实认识的知识人。按照现实认识主导历史意识这条基本线索，
本稿试图理清司马战后民族主义的结构关系及特征，在补全其个人史的同时揭示战后保守派论者的一种民
族主义逻辑。
一、“明治百年”论争下的《坂上之云》
 1959年，读卖新闻社出版《日本的历史》，日本社会掀起一股“历史热潮”。不仅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各月刊杂志、报社也邀请非专业人士评述日本史，人们对历史的关心由历史学拓展至历史文学，历史意识
亦从往日对过去的批判态度转化为再认识4）。关于该社会现象鹿野政直认为，随着战后复兴在一定程度达
成，日本战败时的自卑感消失，国家自负心乃至大国意识逐渐萌芽；社会广泛参与安保斗争，要求脱离对
美国的从属关系，积极寻求日本自我的历史叙述与逻辑。司马描写幕末维新的历史小说《龙马奔走》（1962-
1966）、《坂上之云》（1968-1972）也被认为是这场历史再认识的产物5）。
	 与《龙马奔走》相比，《坂上之云》还牵涉更复杂的社会思想背景―1968年的“明治百年祭”。作为
国家层面推进的明治百周年纪念活动，“明治百年祭”旨在重塑近代史，宣传战后近代化成果，明确和巩固
安保斗争后松弛的国家意识，在国际上树立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进步的典范。美国学者提倡的
“近代化论”由于解释了传统与近代的连续性，主张对明治的再评价成为“明治百年祭”的理论支撑。另一
方面，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中心的民间团体坚决抵制该活动，认为“国家强制推行非科学的、反动的历史观”、
“肯定明治宪法，认可日本的战争政策”为由，联合全国五十多个学会及民众抵制该活动6）。主张唯物主义
史观的左派学者与“近代化论”者间发生激烈论战。
年）；北影雄幸『司馬史観がわかる本』（白亜書房、2005年）；持批判反对意见的代表性论著有：中村政則『「坂の上
の雲」と司馬史観』（岩波書店、2009年）；中塚明『司馬遼太郎の歴史観』（高文研、2009年）
3）	王海「‘風神’時代の司馬遼太郎」（『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研究科開設記念号、2012年）271-274頁
4 ）	鹿野政直「“戦後”意識の現在」（『鹿野政直思想史論集　第 7巻』所収、岩波書店、2007年）43頁
5 ）	鹿野政直「“戦後”意識の現在」（『鹿野政直思想史論集　第 7巻』所収、岩波書店、2007年）43-45頁
6 ）	鈴木洋仁「‘明治百年’に見る歴史意識：桑原武夫と竹内好を題材に」（『京都大学人文学報』、2014年）117-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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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在构思创作《坂上之云》时当然意识到两方分歧。小说“后记”中，他这样概述明治初期的精神
意识。“仅就文化史和精神史的意义上来讲，维新到日俄战争的三十余年在悠久的日本历史中绝对是特别的
存在。如此乐观的时代前所未有。当然，换种看法也许不会这样认为。重税让庶民窒息，国权至重民权卑
微。足尾矿毒事件、女工哀史、农民运动，如果从这样的受害者意识来看，明治反倒是最黑暗的时代吧7）”。
按照战后历史学绝对主义批判及民众史的立场，明治被叙述为国权压制民权的“沉重”、“黑暗”时代。司
马则试图从“文化史和精神史”，即某种“非权力”的话语重构“乐观”的明治。在左派学者与“近代化
论”者的阵营间，司马明确站在了后者一方。
	 那么，曾经拒绝并否定明治的司马为何要将其重塑为“乐观”的形象？这里需要提到桑原武夫的影响。
桑原武夫（1904-198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主持“资产阶级革命之比较”共同研究，“明治百
周年”提倡者、近代化论者。山野博史在《发掘司马辽太郎》中已详述桑原与司马的亲密私交，但未提及
二人在“近代”“明治维新”话题上的共识8）。桑原早在1955年即“战后不再（もはや戦後ではない）”成为
流行语时便开始了对明治的再评价。“善恶姑且不论，至少身上透着一种正面意义上的孩子气，以及它所带
来的乐观主义。西方新式文化进入明治的时候，日本也许还并不成熟。不过若是努力拼搏，三五十年定能
赶上甚至超越。这种乐观的想法存在于每个明治人身上9）。”“按照今日之标准来看，有人也许会认为，明
治的民众相比同时期的西方确实贫穷和不幸。但当我们想起父辈乃至祖父辈的谈话，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切
实的不幸感。（中略）明治人追求独立的强大意志，以及大胆的近代化欲望值得在新的进步立场上被再评
价10）。”对照桑原，会发现司马的言说几乎出自同一逻辑，即在批判左派史学基础上，从“精神”的立场宣
扬“乐观”的明治形象。可以确定，司马的近代史叙述充分采纳、甚至照搬了桑原的近代化论说。
	 上述知识背景直接作用于司马的文学想象。以《坂上之云》为例，为避免权力主义叙述，司马刻意抹
去象征绝对主义的明治天皇与萨长政府，转而刻画秋山兄弟、儿玉源太郎等战地一线军官的“合理主义”，
即不盲从权威的理性主义态度。同时，司马将三名出身伊予松山藩的青年设定为主人公，并在小说的前半
部分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该藩特有的“思想环境”与“风土气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说几乎是司马的
“藩论”。如何在“合理主义”与“藩论”这样的“非权力”语境下重构“近乎宗教精神的抗敌信念”即明
治初期的民族主义便成为《坂上之云》的主要课题。
	 尽管司马的着力点在明治时期的“国内”体制与思想意识，《坂上之云》对近代日本“海外”战争的描
述已超过左翼史学家对历史文学的容忍度。他们指出司马在若干细节上有意歪曲史实，将日俄战争称为
“祖国保卫战”更有美化战争的意图。接踵而来的批评让曾经自信的司马面临空前压力。1973年修订《全
集》时司马坦承，围绕日俄战争的“事实关系一旦发生谬误便不可收拾”，自己感到“心力交瘁”和“深陷
泥沼的痛楚”11）。《坂上之云》旨在通过战争突显昂扬的国民精神，这种主题设定必然在一定程度将战争正当
化，司马也不得不应对外界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对于亲历痛苦战争的司马来说，将战争正当化的行为在
其内心形成巨大悖论，这让他深感近代日本之沉重，远非个人所能承受。遭遇近代之挫折后的司马此后再
7 ）	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司馬遼太郎全集　第24巻』所収、文藝春秋、2000年）273頁
8 ）	山野博史「桑原武夫」『発掘　司馬遼太郎』（文藝春秋、2009年）147-174頁
9 ）	桑原武夫・松田道雄「新春対談　日本文化への発信」（『日本読書新聞』、1955年 1 月 1 日）
10）	桑原武夫「明治の再評価」（『朝日新聞』、1956年 1 月 1 日）
11）	司馬遼太郎「月報」（『司馬遼太郎全集』第28巻所収、文藝春秋、1973年）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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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足日本海外战争题材的作品，自己也多次拒绝《坂上之云》的电视剧制作直到离世，这已然说明一定
程度的反省12）。
二、“轻量国家”
	 司马用“轻量国家（軽い国家）”一词形容明治前三十年的国内体制，“光明明治”的形象也依从此
处13）。与之相对，“重量国家（重い国家）”指代日俄战争后权力思想空前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司马认为是
这种思想将日本引入战争的深渊。那么，司马如何获得“轻量国家”的历史认识？
 “轻量国家”最初见于1969年 1月司马在《读卖新闻》的评论“轻量国家―败战剥离的80年镀膜”。
此后，司马在同年 8月的评论“从日本史看到的国家”、“《坂上之云》后记”中多次“轻量国家”为轴线构
建起近代史叙述。司马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没有近代国家的观念，其精神世界只有“藩”与“村落”
的意识，洋溢着“类似原始人”的朴素与热情，是“无任何社会、思想问题的黄金时代”；“到昭和期，国
家被狂乱的思想与道德支配变得沉重，反抗者纷纷被投入牢狱；战后，国家从国民的意识中消失，日本又
回到轻量国家的状态；沉重国家的构造相对于整个日本史只有如镀膜般的八十年时间14）。”以上有关“轻量
国家”的言说有三点特征。第一，日本近代变质说；第二，国家的相对化；第三，肯定战后。上述历史意
识是司马的战争体验与战后现实认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小熊英二指出，“战争体验作为巨大的共同体意识构筑起战后思想的原点15）”。在战后各路思想脉络中，
司马的目光局限在对国家“内部”政治权力思想的批判上，对国家在“外部”发生的侵略行为却缺少认识，
这是由1944年学徒兵的战争体验所规定的。大战期间，司马在中国吉林省四平街目击并经受了严酷的军事
训练、老兵的虐待、破铜烂铁般的战车，以及下令碾压本国群众的长官。这些经历让司马感到个人生命在
国家权力面前一文不值，反权力思想及被害者意识在这场对峙中萌芽。战后十余年间，司马对“国家”、“政
党”等权力机构没有任何信任感，对象征“权力中心”的“东京”亦表示出强烈的对立态度。朝鲜战争背
景下的“再军备”与旧金山条约签订时的“反动（逆コース）”现象让司马担心国家权力复活再次将日本引
向战争16）。对司马来说，1950年代的日本仅仅是权力体制的延续，远未到达“轻量国家”的程度。
 1960年代，以“安保斗争”为发端，市民运动在日本盛行。各类民间团体自发形成组织强势地向政府
表达政治诉求。市民集体对抗国家权力的现象促使司马的现实认识发生重大转变。这一点，从他对1968年
“学园纷争”的评论中可得佐证。在这场“反体制运动”中，司马以“战中派”的身份谴责“战后派”学生
们的暴力行为，认为他们肆意打砸学校，无视教员生命与财产安全，缺乏公共道德意识。他更指向学生运
动的核心理论，强调时代认识错误是学生运动思想上的最大缺陷。全学连“幻想”日本仍处在战前体制下
而指导了学生运动，社会因此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然而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如战前出动警察血腥镇压，
12）	牧俊太郎『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なぜ映像化を拒んだのか』（近代文芸社、2009年）
13）	司馬遼太郎「軽い国家　敗戦ではげた80年のメッキ」（『読売新聞』、1969年 1 月 7 日）
14）	司馬遼太郎「軽い国家」（『司馬遼太郎が考えたこと』第 4巻所収、新潮社、2002年）133-154頁
15）	小熊英二「六〇年安保闘争―戦後の分岐点」（『＜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499-550頁
16）	参照司马辽太郎在『大阪新聞』上的评论。「紀元節」1954年 1 月14日；「大阪の郷土文学」1954年 8 月 7 日；「神道復
活」1955年 1 月13日
司马辽太郎的战后民族主义逻辑（王）
767
而是在最大程度避免死伤，整个运动被描述为学生挑战并不存在的国家权力的荒谬行为17）。
	 显然，此时的司马对现行体制表示出认同与满足。对于青春理想被战争夺走的他来说，眼前自由民主
发达的社会与战争期的“警察国家”、“空袭废墟”相比恍如隔世。战争体验的唤起作用下，司马确信以国
家权力为中心的战前体制彻底结束，日本已远离战争回归到“轻量国家”的状态。目击学生运动之后，司
马频频援引自我的战争体验、宣传对“轻量国家”的认识，试图与未经历战争的“战后派”在感情上引发
共鸣。他甚至表示，“我热爱战后日本。为了保卫它，我甚至愿意以死相守（虽说这样有些意识形态）。我
就是这样深爱着它18）。”这样的现实认识不仅为同时期执笔的《坂上之云》提供了“乐观明治”的想象依
据，也正是在“轻量国家”的前提下，司马展开了自我的民族主义叙述。
三、保守思想的展开
	 需要限定的是，此处所涉“保守”并不指政治上的“国体论”亦或军国主义鼓吹等右翼思潮，而是相
对于“进步史观”的，将“现在”理解为历史之延续的，主张珍视传统以创造未来的思想。保守主义者对
待外来文化更多持警惕态度，比如他们往往将日本近代走向战争的轨迹归因为西方思想影响下日本渐渐脱
离原有“健全”的政治制度、精神意识的“暴走”19）。面对美国在战后强力推行的民主改革与之后的近代化
成果，保守主义者反而更关心传统遭遇的危机，努力寻求日本自身而非外国“施舍”的历史叙述与形象。
关于这一点，“老派自由主义者”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柳田国男，以及江藤淳、梅棹忠夫、福田恒存等
“战后保守派”论者均有共同之处20）。
	 在这个意义上，司马可以说也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早在1956年，司马就批判“科学的历史观”即战
后历史学指导下的历史教育缺少“民族史诗”的要素，因此“战后，这个民族（日本，笔者注）的‘历史’
消失了。只有武侠读物还维系着历史浪漫的感觉21）。”不仅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司马对民主改革同样言辞犀
利，认为“终战后，美国军政者让日本人放弃尊王攘夷的国史教科书，日本人却性急地把整个日本史也扔
掉了。只要地球尚存，此种奇闻异事都应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滑稽事件永久载入史册22）。”司马对60年
代物质文明发达带来的生活品质提高似乎并无实感。按其所言，年年增加的奖金没有带来欣喜，时兴的电
视机却被视为“奇怪而麻烦摆设”。与之相比，司马对京都、荻等老街区更感兴趣，直言是这里“强大的保
守精神”让传统文化免于城市开发，使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获得了灵感。如其所言，“虽然最近繁荣恢复，
但我想说，因为将历史遗忘，日本仍旧停留在战后的废墟当中23）。”出于高度成长期对物质消费侵蚀下社会
精神空洞化的忧虑，司马也在思考战后日本的民族自信源于何处，应以何种方式走向何方的问题。
	 上述保守主义立场在1969年 8月的评论“日本史上看到的国家”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杂志《诸君》
17）	司馬遼太郎「日本史から見た国家」（『司馬遼太郎が考えたこと』第 4巻所収、新潮社、2002年）137頁
18）	荻原靖史「山崎さんと司馬さん」（『産経新聞』、2013年10月15日）
19）	 John	W.	Dower,“Embracing Defeat”W.W.	Norton	&	Co.	1999年、83-84頁
20）	橋川文三「日本保守主義の体験と思想」（『保守の思想』所収、筑摩書房、1968） 3 -46頁
21）	司馬遼太郎「講談復活」（『大阪新聞』、1954年 6 月26日）
22）	司馬遼太郎「歴史物の流行」（『大阪新聞』、1956年 1 月12日）；「碑について」（『大阪新聞』、1963年 1 月19日）
23）	司馬遼太郎「萩の宿」（『大阪新聞』、1962年 3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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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集“日本是国家还是集团”中收录该文以回应有关市民运动下国家形态变化的讨论。司马认为民族主
义是人类、民族所固有的品质，战后日本绝不会丧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存在；自己在大阪长大，对
大阪人的‘村落意识’有深切体会；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村落意识’上的民族主义。它在战后以
企业内部“家族文化”及归属感等方式得到再现；村落共同体意识被国家权力收编有可能走向战争，但在
欧洲市民社会理念的引导下，基于地方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不经由战争而拓展至日本全体24）。战后，“民族
主义”、“大和民族”、“武士道”等表达言说因深深触及战争体验的伤痕，司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此番战
后首次明言的“民族主义”，已全然不同于战前的“忠君爱国”伦理。它展现的是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与市
民社会间的逻辑关系。
	 战后，在民族主义改革强力推行下，战前“中央集权”被瓦解，地方主义开始流行。司马的地方主义
意识在记者从业经历中产生。50年代司马就在地方报纸《大阪新闻》多次批判东京以“中心”自居的态度，
文辞中难掩大阪人的自尊。经过战后初期国家主义、全体主义价值观的崩溃，司马的民族主义已全面退守
至乡土情结的范围。“故乡”似乎已成为司马信奉的唯一真理与存在依据。60年代为创作幕末维新题材小
说，司马寻访调查萨长土肥京等藩的维新史迹，开始对各地的“风土性”表示出兴趣。1965年 4月杂志《周
刊文春》的“维新秘话”连载与1968年的《历史纪行》集中论述了各藩独有的气质、思维方式以及倒幕维
新中的特定角色25）。在“反权力”“反中心”的立场上，司马的民族主义由原来的乡土情结扩充为对以“村
落共同体”为代表的地方主义的普遍认同。
	 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促使司马对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进行再评价。与战后历史学视野下的“锁国
体制”、“封建残余”等批判论调相对，司马肯定三百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认为它是日本传统精神文化熟成
的必要条件。武士的精神伦理与各藩的多元文化在此孕育并直接推动明治维新。以“家族”、“村落”为单
位的传统共同体再构为企业和企业文化延续到战后日本社会。司马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主要出于对过激的学
生运动的反感。然而围绕如何恢复秩序，沉痛的战争体验让司马不可能寻求国家权力的介入，而是预设了
一个幕藩体制下健康朴素的民族主义，呼吁“武士伦理”“多元包容”等传统道德的回归。
	 基于市民社会与幕藩体制在等精神意识层面上的共性，司马认为借用西方市民社会理念既可整合传统
的地方主义，同时不至于产生极权主义的危险。他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自律自发、多元包容、互助友爱
的新型共同体，包含三点基本内容。其一，公共性与社会责任的强调；其二，对生命、人格权的尊重；其
三，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相对于司马一贯保守的言论，上述“和魂洋才”式的主张确实有些例外。但重要
的是，司马在《坂上之云》中盛赞国民国家抗敌机制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国家”的反省与思考。司马
深知，国家体制收编的民族主义终将重蹈近代日本的悲剧。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应是建立在社会自由平
等观念而非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关系之上。
结语
	 战争体验带来的巨大冲击构成战后思想的原点。对此，丸山真男用“悔恨共同体”精辟地归纳出战后
24）	司馬遼太郎「軽い国家」（『司馬遼太郎が考えたこと』第 4巻所収、新潮社、2002年）133-154頁
25）	司馬遼太郎『歴史を紀行する』（文藝春秋、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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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道德与精神困境26），由此引领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下的国家权力批判。对司马来说，国家权力只
能让其联想到战争的再燃与逝去的青春，因此其战后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力意识。司马之所以对日本近
代战争的侵略性缺乏关注，同样也为上述“战中派”精神结构所制约。
	 可以确认，1960年代的市民运动使司马成为战后的拥护者。按照小熊英二的说法，安保斗争展现的市
民主动对抗强权的意识是“战前”与“战后”的分界点27）。从批判反体制运动的言论中可以确认司马的“战
前”在1960年代也完全结束。打出“宽容”“低调”姿态的政府与激进的学生运动相对照，让司马确信战前
权力体制已不复存在。通过参与“世代论争”，司马积极向社会宣传“轻量国家”的见解，释放战后和平美
好的信号。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代表作《这个国家的形态》中，司马对战后依旧不吝赞美之辞，重申“我
喜爱并肯定日本的战后社会。不敢想象，这么好的社会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到来28）。”
	 在肯定战后的基本认识下，司马对曾经敬而远之、极度不信任的“国家”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随着
1968年的“明治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同时期的越南战争，他开始积极评价国家在抵御外敌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认为明治因为国民国家才走向独立自强，越南因非国民国家只能沦为列强的代理29）。不过，司马在赞
扬近代国民国家精神的同时，又期望市民社会能超越国家，避免重蹈战争的覆辙。司马所谓“必要恶”，就
杂糅了他对“国家”的上述矛盾而又复杂感情。长期从事记者活动的司马在1960年代已察觉到物质发达带
来的精神空洞化以及社会动乱等种种危机，感到需要有某种民族主义唤醒道德与秩序的回归。显然，“战中
派”的战争体验让司马无法将民族主义认同投之于国家。与之相对，传统“村落共同体”意识由于符合其
保守主义立场被预设为健康朴素的民族主义。司马为“追寻日本人的原型”而创作大型连载《街道纪行》
实质上就是对日本朴素民族主义的向往。
	 上述现实观察与预设规定了基于保守思想的“内发”式近代史叙述。他援引近代化论者的观点，将日
本快速实现近代化的主因归结为前近代的幕藩体制；认为日本有一套与西方独立平行的近代化发展规律，
三百年幕府统治期孕育的武士伦理与多样的藩文化不亚于西欧的骑士和民主思想；明治维新不是列强入侵
下的被动偶发行为，而是幕藩体制作为内因主动响应西方的必然结果；战后民主主义并非美国的施舍，而
是日本传统村落共同体在战后的再现。正如司马所说，战后日本“退去了八十年的表皮”，回归到江户时
代30）。
26）	丸山真男『近代日本の知識人』（『集』、1977年）254頁
27）	小熊英二「六〇年安保闘争―戦後の分岐点」『＜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499-550頁
28）	司馬遼太郎「江戸期の多様性」（『司馬遼太郎全集　第66巻』所収、文藝春秋、2000年）72-73頁
29）	司馬遼太郎「人の集団について」（『司馬遼太郎全集　第47巻』所収、文藝春秋、1984年）319-330頁
30）	本文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5YJCZH164），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JAS150079），归
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0650-K1315001），厦门大学校长基金（0650-ZK1030）

